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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人生论美学是中国当代学者提出的一个民族化的美学学理概

念.其基本精神旨趣孕萌于２０世纪上半叶,近年来,逐渐进入理论上的自

觉建设阶段和学理上的完善丰富阶段.同时,人生论美学关于审美艺术人

生统一、真善美贯通等基本主张,明显有别于以科学论和认识论为主要方法

立场的西方经典美学的核心主张,对于当代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审美与艺

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引领意义.同时,其所体现的情感趣味和价值立场对于

当下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建设,也具有突出的针对性.基此,本刊特组织本组

文章,主要是展开对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重要人生论美学思想资源的挖

掘,以此为基础,探讨这些资源的理论价值及对当代艺术、美育、生活等实践

的启示.希望更多有兴趣的学者进一步展开讨论、发掘、建构,推动人生论美

学和中国美学思想、美学史、美学基本原理研究的深化、丰富、完善.

王国维“大文学”观的人生论美学意义及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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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国维是中国现代人生论美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屈原作品

为例,阐释和倡导了一种弘扬强烈的入世情怀、关注社会问题与人生百态,强调入世与

出世统一、追求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双重实现的“大文学”观.这种“大文学”观体现了

人生论美学的基本精神,对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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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国维的“大文学”观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人生论美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推崇审美艺术人

生动态统一的大美观.“他所极力推崇的‘境界’说、‘大词人’说等,也是着意于

从艺术通达人生,是将艺术审美品鉴与人生审美品鉴相融通的‘出入’自由的大

美论.”〔１〕秉承这种审美艺术人生统一的大美观,王国维在探讨文学艺术作品时,
阐发了颇富启示意义的“大文学”观.

“大文学”观是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春秋

以前,道德政治思想可分为两派:“帝王派”和“非帝王派”.“帝王派”爱称道尧、
舜、禹、汤、文、武,是北方派、入世派、国家派,大成于孔子;“非帝王派”则喜称道

上古之隐君子,是南方派、遁世派、个人派,大成于老子.这两派的处世原则常常

互相矛盾,主义互相反对,难以调和,战国以后的诸家学派,基本源出于上述两大

家.在文学方面的表现,“北方派”以诗歌见长,如«诗三百篇»,重在表现诗人的

感情;“南方派”以散文见长,如«庄子»«列子»,主要表现作者的想象.这两派文

学虽各有所长,但都不是真正的“大文学”.王国维所谓的文学创作“北方派”与
“南方派”,实则指具有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特征的两种不同文学风格.“北方

派”大成于儒家,重视文学作品的社会教化功能,重视国家、社会意识的输灌,具
有强烈的入世意识;“南方派”大成于道家,重视文学作品的修身养性功能,强化

个人、自然、自由意识,具有鲜明的出世倾向.这两种文学风格虽各具优点,但也

有各自缺陷,前者因过于重视社会、国家而忽略了个人,后者则因过于重视自我、
出世而忽略了对于社会与人生的介入.唯有将二者合而为一,即将“北方派”的
入世情感与“南方派”的自由想象融合在一起,才能造就“大诗歌”,王国维因此

说:“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

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２〕在王国维看来,屈原文学作品的伟大,就在

于他将“北方派”与“南方派”的文学理想融合在一起,造就了一种“大诗歌”.屈

原的诗歌,所称之圣王有高辛、尧、舜、禹、汤、少康、武丁、文、武,这些都是北方学

者所常称道的,而南方学者爱称道的黄帝、广成则从未提及;但从另一方面看,屈
原的诗歌又深得南方派之神韵,其丰富的想象力不下于«庄子»与«列子».由是

屈原将北方“肫挚的性格”与南方丰富的想象力合二为一,造就了一种足以标榜

千史的“大文学”.〔３〕

从王国维的分析来看,“大文学”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大文学”具有强烈

的入世情怀,关注社会问题与人生百态,其目标是“改作旧社会”.王国维认为,
“大文学”应以北方派“肫挚的性格”为根基,在诗歌中关注社会、拷问人生,“诗歌

者,描写人生者也(用德国大诗人希尔列尔之定义).今更广之曰描写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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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生”.〔４〕北方派的理想,“在改作旧社会”“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持其改作之

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故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５〕这

样,“大文学”必然是那种充满人生关怀的文学,它介入社会,关注世态人情,批判

各种以“私我”为特征的落后道德观念,弘扬积极的人生观,并将社会、国家的利

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其次,“大文学”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情怀和理想主义特征.它弘扬去欲与

超越,将自由、解放、“创造新社会”作为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大文学”虽关注

社会现实,但又不囿于现实,它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对此岸世界的认识,引领我们

向彼岸世界飞升.所以“大文学”关注社会功利而超越社会功利,关注现实世界

但更重视理想与情怀,它的终极目标是为我们创造一个自由、解放的理想世界.
再次,“大文学”是入世与出世的统一.北方派即儒家的理想,在于改造旧社

会,以社会责任去抑制个人私欲,因此重在将“个体之我”提升为“社会之我”;南
方派即道家的理想,“在创造新社会”,〔６〕希望将个人从社会束缚中解脱出来.北

方派与南方派的结合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进则为北方派,退则为南方派,即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另一条路径是以北方思想为根基,以南方思想

为旨归,即让个体在不离弃社会的基础上,将“社会之我”升华为个体已经获得自

由解放的“理想之我”,从而达到社会与个人的双重实现.很显然,“大文学”不是

那种北方入世思想与南方出世思想互相冲突的文学,而是南方派理想主义对于

北方派现实主义的升华.
屈原的诗歌,正是这样一种追求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双重实现的“大文学”.

在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对现实世界各种黑暗现象的揭露与嘲讽,同时又表现出对

理想世界的热切向往.譬如«离骚»,前半部描写了当政者的昏庸、奸佞者的诬

告、群小们的谗言以及善良者的忠告,后半部则描写了对人生的留恋、对理想的

追求,因此从总体看,整部作品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既是国家的又是个人的,
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自屈原以后,这种现实与理想、社会与自我双重实现的

“大文学”风格渐渐确立,成为后代文学创作的范本.

二、王国维“大文学”观的人生论美学意义

“大文学”自屈原之后,经过唐宋诗歌的发展以及元曲的过渡,至明清小说,
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创作的主流风格.明朝以“大文学”为特征的长篇小说主

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历史演义小说,以«三国演义»为代表,刻画了刘备、关羽、张
飞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其它小说还有«隋史遗文»(主人公秦琼)、«英烈传»(主人

公常遇春)等.第二类是英雄传奇小说,以«水浒传»为代表,刻画了武松、林冲、
鲁智深、李逵等一系列英雄群像,其它小说还有«北宋志传»(主人公杨业、杨延

昭、杨门女将)、«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主人公岳飞、岳云、牛皋)等.第三类是神

魔小说,以«西游记»为代表,刻画了孙悟空等神话英雄,其它小说还有«封神演

义»(主人公黄飞虎、哪吒)等.可以说,中华民族以弘扬英雄人物、表达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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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征的“大文学”风格在明朝长篇小说中已经发展到高峰,并一直延续到清朝

中期.
王国维对屈原文学创作的研究,正是奠基于这种中华传统的“大文学”风格

基础之上,并对其作出了发掘与阐释.他所阐发的“大文学”观,在中国传统文学

艺术中有鲜明的体现,呼应了人生论美学所倡导的“审美艺术人生动态统一的大

审美观”“真善美张力贯通的美情观”“物我有无出入诗性交融的审美境界观”,对
于民族美学精神的弘扬具有重要意义.〔７〕

第一,王国维的“大文学”观体现了人生论美学追求审美艺术人生动态统一

的大美观.“大文学”与其它文学作品的区别,首先是其视野胸襟之大,在这个艺

术舞台,不但关注人生疾苦、世间百态,同时还向我们展现人生的美好愿景以及

艺术家的审美追求,因此“大文学”作品以艺术为中介,将审美与人生动态统一在

一起.中国自古以来的“大文学”作品,不论是以审美性追求为主还是以关注现

实人生为主,都体现了这种审美艺术人生相统一的阔大视野与胸襟.比如陶渊

明与杜甫,他们的诗歌都堪称“大文学”,前者重审美后者重人生,但他们的艺术

作品都能将审美与人生统一在一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向我们呈现了一个远

离人世的美好世外桃源,但在这个世外桃源中,仍然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关

切,那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而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相比之下,魏晋

时期的名士看似颇得陶渊明的超然遗世之风,但他们只学会了陶渊明的饮酒,
“且效醉昏昏”,至于人生则很少在他们的关注之列,所以阮籍对前来吊唁其母的

客人翻白眼,刘伶没事就脱光了衣服裸奔,阮咸跟猪一起饮酒,殷洪乔甚至把别

人托他转交的数百封书信悉数丢到水里声称“不能作致书邮”.这种超然出世,
虽有“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的审美性追求,但于现实人生,确实缺乏应有的

关怀,这群魏晋贤士以鄙视陈规旧俗为乐,因此对于人生只有逃避甚至是破坏,
而缺乏起码的审美建构.比较陶渊明的“大文学”与魏晋时期那些颇具“魏晋风

度”贤士们的文学,就更能彰显出“大文学”将审美艺术人生相统一的难能可贵.
同样,以关注民生疾苦著称的“诗史”杜甫,其诗歌也不缺乏审美性追求的另一

面,所以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发出的呼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就瞬间境界尽显.后代一些批判现实的文学作品,比如清朝中晚期

的讽刺小说,就缺乏这种“大文学”所特有的审美追求,«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
等小说,批判现实有余而彼岸性审美关怀不足,因此这些小说最缺乏的就是“大
文学”所特有的阔大审美胸襟与人生正能量.

第二,王国维的“大文学”观体现了人生论美学追求真善美合一的美情观与

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中国人历来看重“尽善尽美”,因此与西方喜欢将情与知、意
割裂开来进行研究的粹情观不同,中国古人推崇真善美合一的美情观.这种美

情观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大文学”所特有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中国传统

“大文学”作品,不论情节如何曲折、黑暗势力如何强大,最终常以善终胜恶、善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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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终的大团圆方式结束.早期的艺术,善恶还兼具,有时光明战胜黑暗,有时黑

暗暂时战胜光明,唐传奇中的爱情故事,还美满成双与失败殉情互见,及至宋朝

话本,«错斩崔宁»等故事仍以主人公死亡收场.唯自元杂剧始,“大团圆”结局才

渐成中华艺术一大特色.经典的四大戏剧«窦娥冤»«西厢记»«长生殿»«牡丹

亭»,全部来源于早期的“纯”悲剧故事,但改编之后都以大团圆收场:«西厢记»将
唐传奇«莺莺传»的始乱终弃改编为终成眷属;«窦娥冤»将汉代故事«东海孝妇»
的冤杀结局改成惩恶告终;清剧«长生殿»则将元杂剧«梧桐雨»的孤单终老改为

上天永为夫妻;«牡丹亭»的最初蓝本是宋朝洪迈的«夷坚志»,«夷坚志»里记述的

还只是书生梦见女鬼最终病亡的故事,但在«牡丹亭»中人与鬼则最终喜结伉俪.
这四大经典戏剧奠定了中华传统“大文学”作品“善始善终”的“大团圆”传统,从
而使弘扬善行、努力做善人成为中华传统艺术的一大特色.这种“大文学”所特

有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因之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思想遗产.
第三,王国维的“大文学”观体现了人生论美学追求物我有无出入、个人追求

与社会理想合一的诗性情怀.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崇尚物我有无出入诗性交融的

审美境界,因此传统“大文学”作品多表现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个体与群体、
有为与无为、有我与无我、有限与无限的诗意和谐.这种诗意和谐发展到“大文

学”高峰期的明清小说,集中体现为个人追求与社会理想合一的诗性情怀.最为

典型的作品是«西游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堪称“大文学”主人公的经典形象:
作品中孙悟空既有个人感性强烈爆发、自我得到极致展现的“大闹天宫”一面,又
有最终修成正果立地成佛的一面,在孙悟空身上,个人追求与社会理想得到了完

美统一.另外两篇“大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也体现了同样的特点:«三
国演义»将个人兄弟情义与国家统一结合在一起,从此以后“桃园结义”被赋予了

一种带有中华民族集体潜意识性质的、个人与国家合一的高大上内涵;«水浒传»
向我们展示了一群聚结在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这群人既是私交甚好的生死兄

弟,又是为民请命、为国赴死的英雄,从此以后“水泊梁山”成了中华民族集体潜

意识中追求个人自由以及施展英雄抱负的理想圣地.无论是«西游记»还是«三
国演义»与«水浒传»,这些经典的“大文学”作品向我们呈现的,正是一种感性与

理性、个体与群体、有我与无我以及个人追求与社会理想合一的诗性情怀.
王国维“大文学”观所蕴涵和阐发的人生论美学情趣,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

以弘扬英雄人物、展现个人理想与抱负、表达美好社会理想为特色的经典文学艺

术风格,这种美学情趣作为一种充满正能量的精神传统,一代一代在优秀的“大
文学”作品中,生生不息地传承下来,成为中华美学精神的生动体现.

三、王国维“大文学”观的当代启示

２１世纪以来,“大文学”传统日益受到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它受到享乐主义

文化以及大众文化的强烈冲击,另一方面,当代许多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也日渐

背离“大文学”的优秀精神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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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今诸多艺术作品,“大文学”传统所蕴涵的三大人生论美学旨趣,仅剩下

真善美合一的美情观与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即中国人所坚守的“人之初性本善”、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终胜恶、美善同一的信念,在当今艺术作品中仍然得到良

好的传承,而另外两大追求———审美艺术人生动态统一的大美观以及物我有无

出入合一的诗性情怀,却在当今的艺术作品中难觅其踪,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

面:其一,大艺术传统追求审美关怀与现实人生关怀的动态统一,因此作品主人

公即使身处恶俗的尘世,也仍然保有不变的彼岸情怀,坚持一种超越性的审美价

值观,而不被世俗同化,因为有这样的审美情怀,所以作品主人公在面对尘世中

的恶小时,总是大义凛然、嫉恶如仇;而当代许多作品主人公则常常显得现实人

生关怀有余而审美追求不足,这些所谓的“英雄人物”一方面试图做个超越性的

英雄,另一方面却活得像个世俗小人,争名夺利、斤斤计较,当代碎片式的多元价

值观在这些大艺术作品主人公身上彼此对抗,表现出明显的审美与人生的分裂.
其二,大艺术传统追求物我有无出入、个人追求与社会理想合一的诗性情怀,因
此作品主人公大多是美德践行者,其自我理想超越于社会规范之上,在他们的世

界里,没有“私我”与社会的对抗,只有“超我”对于社会规范的引领,所以,作品做

到了物我有无出入的诗性交融以及个人追求与社会理想的双重实现;但当代诸

多艺术作品则时常陷入物与我、有与无、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境地中难以自拔,作
品主人公不再是超越性的美德践行者,而只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社会公德践行者,
当他们终于走出这个道德漩涡,才发现自己只是个步履沉重、心力交瘁的义务与

责任捍卫者,远不是有个人道德抱负、超越于道德矛盾之上具有真正感召力的楷

模.这种物与我、有与无、出世与入世、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的矛盾纠缠而不是

诗性交融,成为当代许多艺术作品缺失大艺术精神的典型特征.
要解决当代艺术创作的上述症结,王国维的“大文学”观恰能给我们以有益

的启示.首先,为了实现艺术改造社会的目的,当代作品应在人生关注之外,不
忘审美与超越性追求,从而在更高层面上实现审美与人生的统一,弘扬发展大艺

术传统.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就是注重从“有我”之境往“无我”之境的提升,从
“身前”之名往“身后”之名〔８〕的提升.譬如杜甫的“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以及

王翰的“古来征战几人回”,就是一种超越于“有我”之上的“无我”;文天祥的“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及于谦的“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

间”,求的则是超越于身前利益的“身后名”.但当代许多艺术作品却常常执着于

“有我”与“无我”之间的对抗,而“身后名”则更被一众艺术家忘在脑后,这些缺陷

在一些商业性较强的艺术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２００５年热播的电视连

续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号称有“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的
亮剑精神,可是这样一个面对敌人不畏死的英雄,却同时是个狭隘的个人主义

者,他能不顾全军区的需要而私自从军区被服厂带回两百套军衣,也能在为友军

国民党部队解决内乱之后顺手收缴了对方叛乱部队的全部武器.这种狭隘的个

人主义在电视剧中却被裹以英雄主义的漂亮包装,因此事实上,这部作品呈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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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商业社会中,以弘扬君子之风为诉求的传统价值体系向当下部分以追求个

性解放、自私自我为特征的大众心理的妥协,是善对于恶的“大度”包容.但是,
这样的作品与其说是在弘扬英雄,不如说它实际上消解了英雄,使英雄的面目变

得更加模糊,立场变得更加摇摆.王国维“大文学”观的启示意义正在于,我们必

须牢记大艺术的终极追求是让我们摆脱现实人生的种种束缚,飞升到一个审美

超越的美好世界,它的社会使命是救赎而不是媚俗,是引领而不是调和,因此作

品主人公一定要有一双明辨是非、超越现实功利的慧眼,也即王国维所说的“诗
人之眼”.〔９〕唯有以超功利的“诗人之眼”来看待世间的好坏是非,以“无我”超越

“有我”,才能创作出既有深刻人生关怀又有彼岸审美情怀、审美与人生动态统一

的经典大艺术作品.
其次,要实现艺术创造理想社会的功能,大艺术作品的主人公除了应是一个

遵守社会规范的公德践行者,更应是一个拥有超越于社会道德之上的诗意践行

者,唯有这样,才能使作品主人公不至于在物与我、有与无、出世与入世、个人利

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痛苦纠缠,而是达到物我有无出入的诗性交融.传统的大艺

术作品中,那些经典的艺术形象多是美德践行者,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之
所以被后世称为“义帝”,因为他与刘备之间的交往原则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一类的公德,而是以个人情感抱负为特征的美德,所以他在面对曹操的高官

厚禄引诱时才会毫不动心,不会陷入“有我”还是“无我”的矛盾境地痛苦权衡;再
比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与唐僧,当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出妖怪原形三打白骨精

时,唐僧并不是用“惩奸治恶人人有责”的尘世行为原则来要求徒弟,而是以“普
渡众生”的超越性境界来衡量孙悟空的行为,在这样的严苛要求之下,孙悟空才

最终从一个一生气就打死一干强盗的公德践行者被度化为一个践行“我为众生”
美德的佛.因此我们看到,中国经典的大艺术作品中,主人公很少陷入物与我、
有与无、出与入相矛盾的痛苦境地.但当代的许多艺术作品,其主人公常常只是

一个公德践行者,因此他们总是在个人与社会、有我与无我之间痛苦徘徊,灵魂

挣扎,包括一些具有大艺术追求的作品.比如电影«生死抉择»,其主人公李高成

自始至终只是一个现有社会道德的维护者(所以他反腐),但并不是一个超越性

道德抱负的提倡者(所以他没有余力向我们展示倡廉以及倡廉带来的快乐和幸

福),这样,李高成作为这部以弘扬主旋律为目的的电影主人公,其道德引领作用

就要打一个折扣,普通百姓走到“亲手把妻子送进牢房”这一步,就会瞻前顾后,
畏步不前.李高成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这种痛苦徘徊,就像片名所暗

示的一样,是一种“生死抉择”,最后大我“生”而小我“死”,但是,影片表现这种几

近你死我活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只会为公众带来更多的沉思与冷漠,而难

以让这种痛苦的主人公成为公众学习的楷模.关云长如果因为抛弃曹操的高官

厚禄而痛苦,就绝不会成为万众景仰的“义帝”;孙悟空如果只是一个遇神杀神遇

鬼杀鬼的充满戾气的战斗机器,心中没有最终生出“我为众生”的超越性善念,那
么他就始终只是一个泼猴.因为这样的缘故,当代一些追求大艺术精神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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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也难免充满“小我”与“大我”激烈争斗的戾气而不是更高层次的超越.比如电

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这部曾引发全民收视高潮的反腐剧,有人质疑为什么主

人公侯亮平那么年轻就可以身居高位,而反派人物祁同伟拼尽全力才混到公安

厅长这样的位置,甚至一些人对“真实”“活生生”的李达康书记更有好感.之所

以有这类质疑,根本原因在于侯亮平只是一个坚定反腐的公德践行者,而不是一

个依据超越性原则来行动的美德践行者,因此普通大众对于一个周身时常充满

戾气的孤胆英雄缺乏学习的勇气.但事实上,电视剧中确实有一个这样的美德

践行者———陈岩石,陈岩石积极参加反腐,但更积极地向我们展示倡廉所带来的

幸福:他卖掉了自己的房子,住进养老院,觉得那儿清静舒服,身心畅快,并且把

别人送来巴结他的花花草草都捐献给养老院.陈岩石的生活,告诉我们的正是

一个廉洁的人其实可以很幸福很快乐,而这样的人物,才不会像侯亮平那样充满

戾气而是散发着溢满诗意情怀的光芒.因此,王国维“大文学”观的启示意义还

在于,真正的大艺术,其主人公应该是一个具有美德引领意义的诗意践行者,用
王国维的话来说,作品主人公只有拥有一颗具彼岸情怀的“美丽之心”,〔１０〕才能

真正达到物我有无出入的诗性交融,以及社会规范与个人抱负、现实主义与理想

主义的双重实现.
综上所述,王国维“大文学”观给当代艺术创作的启示着重体现为:第一,真

正的大艺术,须有明辨是非、超越功利的“诗人之眼”,才能在这个商业利益弥漫

的社会,去抵制生活中的恶,弘扬人性中的善,才能真正将人性从“有我”提升到

“无我”,进而达到艺术作品中审美关怀与人生关怀的统一;第二,大艺术不但要

改造社会,而且要表达美好的理想与诗意的追求,因此,作品主人公不能只是一

个社会公德的践行者,更应是一个拥有“美丽之心”的诗意引领者,唯其如此,艺
术形象才能在物我有无出入、个人追求与社会理想的诗性交融中,成为万众景仰

的审美标杆和现实标杆,引领我们走上通往现实世界和诗意世界合一的坦途.

注释:
〔１〕〔７〕金雅:«人生论美学传统与中国美学的学理创新»,«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２〕〔３〕〔４〕〔５〕〔６〕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金雅主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王国维卷»,杭

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２、１３３、１３３页.

〔８〕王国维说:“美术上之势力,无形的也,身后的也”.见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金雅

主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王国维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页.

〔９〕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金雅主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王国维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５８页.

〔１０〕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金雅主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王国维卷»,杭州:浙江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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